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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尉缭子》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

重要著作，它比较集中、系统地论述和

记录了我国先秦时期的军事理论、军队

制度和具体的法规条令，反映了当时的

人们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认识，对建军

和作战问题的思考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

理论结晶和法规制度。因此，这是一笔

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对于我们研

究和了解先秦时期以及后来的军事史、

思想史、文化制度史，并对其有所继承、

发扬光大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

义。以下分几方面对这部著作做一概略

的解读，以便于读者在阅读原文前对此

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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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往今来，研究《尉缭子》的学者和

著作很多，并取得了很大成果，但在该

书的性质、成书、作者等方面仍存在着

不少疑点和争论，成为千年不了的学术

公案。

《尉缭子》一书的著录，在现存的史

料中，最早见于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

艺文志所著的《汉书 》（以下简称《汉

志》）中。《汉志》诸子略中的杂家类著

录“：《尉缭》二十九篇。”班固在此条下

加注：“六国时”。即明确其作者为战国

时代的人。而《汉志》兵书略兵形势类又

有“：《尉缭》三十一篇”，未标注时代。一

部《汉书》同时著录了两部《尉缭》，一为

杂家著作，共二十九篇；一为兵形势家

著作，共三十一篇，而今天我们看到的

《尉缭子》却是二十四篇，这样就给后人

留下了很多需要辨清的问题。

首先，今传本《尉缭子》究竟是先秦

时期流传下来的呢，还是原书已失传，后代人假借其名而

杜撰的另一本书呢？这种托名作伪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

并不少见。后人托名作伪大抵有两种情况，一是历史或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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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说人物本无著述，但因其名头甚响，影响颇大，后人便

将自己的著作归到前人名下，不求出名，只求著作能流行

于世，如《黄帝内经》本为后代的一部医学著作，却一度署

名为黄帝所著；二是历史或传说人物可能有著述，但在流

传过程中失传了，后人就自己做一部，署上前人的名字，

其用意也是借助名人效应，抬高自己的作品，如《六韬》旧

题吕望（姜太公）撰，《三略》（又名《黄石公三略》、《黄石公

记》）旧题黄石公撰。（当然上述几部历史著作只是作者

伪，内容却不伪，其历史价值都是非常高的）南宋以来，已

有不少人因传世本《尉缭子》在卷数上与史料记载的出入

和在文字上所谓“文气不古”，从而怀疑它并非先秦原书，

而系后人假托的伪书。到了清代，疑古之风盛行，几乎所

有前代古籍都被辨伪家们用极其犀利而又挑剔的眼光翻

了一个遍，《尉缭子》因其在流传过程着产生的诸多疑点，

被学术界的多数人判定是伪书。但历史经常喜欢跟人开

玩 年笑， 月，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座西汉早期

墓葬中，出土了大批先秦时期的竹简文献，其中就有《尉

缭子》的残篇，而且许多篇目和内容与今传本大体相符，

证明这些篇目和内容至迟在汉初就已流传于世，其撰著

与成书年代当然要更早，将其确定为先秦古籍已无疑问，

这就使伪书一说不攻自破了。

其次，今传本《尉缭子》与《汉志》中著录的两部《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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缭》究竟有何关系，它是诸子杂家类中的《尉缭》，还是兵

形势家类中的《尉缭》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学术界存在以下

几种观点：

一是认为历史上从来就只有一本《尉缭》，因为其内

容较为驳杂，所以班固《汉志》将其既归入诸子杂家，同时

又归入了兵形势家。这种观点的根据是，《汉志》诸子略

杂家类中并不排斥收录原属兵家的著作，班固对杂家类

的说明即云“：右杂家二十四家，四百二篇。入兵法。”杂

家类中也确实收录了谈兵法的书，如“《子晚子》三十五

篇”，班固自注说“：齐人，好议兵，与《司马法》相似。”而

《尉缭子》中除大量军事内容外，还有许多反映儒、法、道

等家思想的内容，所以早在汉初刘向、刘歆父子奉朝廷之

命校阅群书时，就将一本《尉缭》归入两家，班固《汉志》沿

袭其说，因而使后人误将一部书当成了两部书。还有一

种说法认为，最初只有一部《尉缭》，由于在流传过程中的

增删和演变，于是出现了卷数不同、内容也有差异的两种

版本，古人在著录时就将其当作两部书了。

二是认为兵家《尉缭》与杂家《尉缭》是书名相同而内

容不同的两部书，今本《尉缭子》是《汉志》中的兵形势家

《尉缭》，而杂家《尉缭》已经失传。尤其从宋初以后，这种

观点十分盛行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因为宋神宗元丰年间

《尉缭子》被收入影响很大的官定兵学丛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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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武经七书》之中，作为武学必读的兵书经典之一颁行于

世。从此，《尉缭子》之归入兵家，几成定论。在古代各种

官府和私人编制的书目中，《尉缭子》也只见于兵家，而不

再见于杂家了。

三是同样认为历史上曾有两部《尉缭》行世，但今本

《尉缭子》是杂家《尉缭》的传本，兵家《尉缭》自南北朝时

经籍志》到《旧唐即已亡佚。其理由主要是从《隋书 书

经籍志》和《新唐书 艺文志》，都只著录了杂家《尉缭》

而不见兵家《尉缭》的踪迹。说明从南北朝到宋代，流传

下来并藏于官府的只有《汉志》中的杂家类《尉缭》。同

时，从内容上看，班固《汉志》对兵形势家的概括是“：形

势者，雷动风举，后发而先至，离合背向，变化无常，以轻

疾制敌者也。”其对杂家的概括是：“盖出于议官，兼儒、

墨，合名、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。”今本《尉

缭子》显然与班固对兵形势家的定义不甚相符，而其兼

收并蓄的特点与杂家却颇为吻合。此外，目前从《北堂书

钞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初学记》等类书中辑出的古本《尉缭

子》佚文有这样几条： “天子玄冠玄缨，诸侯素冠素缨，

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缨。”２、 、““天子文衣文缘。” 天子

宅千亩，诸侯百亩，大夫以下里舍九亩。”所涉及的都是

服饰、宅第的等级制度方面的内容，应是上古礼制的遗

存，不像兵家文字，若归入杂家著作，倒是比较合适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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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这些内容应是从古本杂家类《尉缭》二十九篇中佚出

的。

四是同意班固《汉志》中的杂家《尉缭》与兵家《尉缭》

为两部书的观点，但认为今本《尉缭子》是由这两部书的

残本合编而成。持此论者认为，到宋初编定《武经七书》

时，原来分别流行于世的杂家《尉缭》和兵家《尉缭》都已

大部散佚，因而人们对于两部书的内容、类属及真伪产生

含糊认识，于是把两部书当做一部书来看，将其残本合编

为一部古兵书，收入《武经七书》之中，成为今本《尉缭子》

的定形。

以上各种观点各执一说，既都有其立论的理由，同时

也都存在难以完全解释清楚的问题，相对而言，似乎第三

种意见更接近于事实一些，笔者倾向于今本《尉缭子》是

古本杂家类《尉缭》的流传这一观点，它应是一部以军事

内容为主，兼取其他各家思想的杂家著作。

关于《尉缭子》的作者和成书，概括起来也有两种不

同看法：一种看法认为该书作者尉缭是梁惠王时期的人，

故成书时间应在战国中期。其根据是《尉缭子》开篇即有

“梁惠王问尉缭子曰⋯⋯尉缭子对曰⋯⋯”这样的文字，

这是最有力的证据。此外，书中论述的针对性、引证的历

史人物的时间下限、涉及到的国别以及字里行间透露出

的时代特征，都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支持。另一种看法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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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认为，作者尉缭是秦始皇时代的人，所以成书时间应在

战国晚期。其论据是《史记 秦始皇本纪》中有“十年⋯

⋯大梁人尉缭来，说秦王曰⋯⋯”等记载。另外，今本《尉

缭子》中关于部伍编制的内容与秦陵兵马俑的军阵吻合，

书中谈到的军法条令等也与秦国重视法制的传统精神相

符。笔者认为，前一种观点的理由更加充分，其论据都出

自于原书的内容，因此还是采用前一种意见比较恰当，尉

缭当为魏惠王同时代人，杂家著作《尉缭子》的成书年代

应当在战国中期。

关于作者的身世和生平，史料的记载很少，我们只

能依据这些只鳞片爪的记载作一个大致的勾勒。据明代

人汪心所编纂的《尉氏县志》，尉缭的祖籍在尉氏，其地

在今河南省的中部，战国时期属于魏国。另据唐人颜师

古注《汉书》所引刘向《别录》中的话说“缭为商君学”。商

君，就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变法家商鞅，这说明尉缭曾经

钻研过商鞅的法家思想。尉缭见梁惠王的时间大约在公

年至元前 年之间，因为魏国 年从于公元前

西部的安邑迁徙到东部的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由此魏国

才又被称为梁国，魏惠王才有了梁惠王的别称。公元前

年，梁惠王去世，尉缭当然是在这以前见到的梁惠

王。在《史记 魏世家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“：（梁惠王）三

十五年，与齐宣王会平阿南。惠王数被于军旅，卑礼厚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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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招贤者。邹衍、淳于髡、孟轲皆至梁。”其意是说，在梁

惠王三十五年 年），惠王与齐宣王（公元前 史记》

有误，应是齐威王）在平阿以南的地方会晤。由于此前魏

国多次战败，梁惠王于是以隆重的礼节和丰厚的赏赐来

招揽各国的贤士，邹衍、淳于髡、孟轲都应招来到魏国国

都大梁。我们有理由推测，尉缭大约也是在此前后被招

聘到大梁，向梁惠王献上富国强兵之策的。致于尉缭的

主张是否被梁惠王所采纳、尉缭是否在魏国做了官，以

及他在这以后的情况，因史料阙如，我们就不得而知

了。

从《尉缭子》的内容来看，其作者尉缭是个知识渊博、

兼通数家之说的人，他有很深的兵学造诣，尤其对战国时

期的军事制度、法规条令非常熟悉。同时，他曾“为商君

学”，受法家思想影响很大，在《尉缭子》一书中他反复强

调要以法治国、以法治军，并对商鞅的“农战”思想十分推

崇。另外，他对儒家施政主张也有精到的研究，在书中的

《原官》、《治本》等篇中对儒家的政治思想进行了阐发。

尉缭的这一特点与战国时期的另一著名人物吴起十分相

似。吴起早年师从孔子的高徒曾参的儿子曾申学习儒

术，后来弃文学武，对历代兵家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

成为一代军事家，同时他对最早在魏国实施变法的李悝

等人的法家之术也十分仰慕和喜好，后来他在楚国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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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变法革新取得了很大的成效，因而他又是战国法家的

代表人物之一。反映其主要思想的《吴子》一书，即是融

兵、法、儒诸家之说于一炉，这与《尉缭子》的兼收并蓄可

谓异曲同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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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尉缭子》成书于先秦的战国时期，

这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

度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。在经济方

面，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，铁器和牛耕

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，水利建设也有长

足的进步，从而促进了农田的开发和单

位面积产量的增加。同时，手工业的发

展，打破了“工商食官”的格局，在官府

手工业之外，出现了私营的个体手工

业。农业与手工业的兴盛，更带动了商

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。在政治方面，

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强劲作用下，出现了

新的生产关系，地主阶级为壮大自身的

力量，主动改变旧的剥削方式，一方面

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以积累财富，

另一方面获取广泛的社会支持，以积畜

力量，为其从奴隶主手中夺取政权，登

上历史舞台奠定经济和政治基础。

从春秋末到战国初，中原诸侯国的

新兴地主阶级在夺权斗争中逐步取得胜利，如公元前

年，齐国发生“田氏代齐”，地主阶级代表田成子成为

齐国新君主；公元前 年，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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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驱逐国君，在鲁国掌权；公元前 年，赵、魏、韩“三家

分晋”，各自建立起新的封建诸侯国。夺权成功的封建地

主阶级为巩固既得利益，并在群雄并起的国际环境中获

得生存和发展，又纷纷实行改革旧体制，建立新体制的变

法活动。在如火如荼的变法运动和残酷剧烈的兼并战争

中，崛起了秦、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魏、韩七个强国，从而形成了

“七雄并立”的战略格局，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到封建社

会。

在军事方面，新兴地主阶级以其特有的进取精神和

贪婪欲望，将其经济、政治改革的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军事

实力，也把春秋以来的“争霸”战争一变而为战国的“兼

并”战争“。争霸”战争与“兼并”战争最本质的区别在于，

前者的目的是对霸主名分的争夺，后者的目的则是对更

多的土地和人口的实际控制和拥有，以此来增加税收、保

障兵源，进而兼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，由此求得国家的生

存和发展。由于土地和人口直接关系到各诸侯国的生死

存亡，因而战争目的的极端化也将战争的手段推向极

端。正因为如此，战国战争较之春秋战争在规模和激烈

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。在参战的人数上，动辄十万甚

至数十万，军队的主要成分也发生变化，农民作为新的社

会主体成为封建军队的主要来源；在战场的范围上，多次

出现数个诸侯大国倾力卷入一场战争的奇观；在战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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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上，由于战场范围的扩大、军队兵种的增加，已不限于

春秋时代以开阔平原作战和单一兵种较量为主的样式，

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日益频繁；在战争的

残酷程度上，由于铁兵器和弓弩等远程杀伤兵器的大量

使用，使战场上的血腥气味更加浓重，伤亡率大大提高，

“杀人盈野”“、杀人盈城”、火攻、水淹等残酷手段屡见不

鲜，以至到战国后期还出现了大量坑杀降卒那样令人发

指的残暴行为，其目的既是为了尽力削弱对方的有生力

量和战争潜力，同时也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，对敌国心理

产生巨大的震慑力；在军队的建设上，各国不但着手扩大

军队规模，而且更加重视军队战斗力的提高，其手段一是

选募精兵，二是强化训练，三是信赏明罚，以法治军，健全

军队的法制和条令。所有这些变化必然对军事理论提出

新的要求和挑战，诸如：对战争的重新认识，战争与国家

经济、政治的关系，新条件下的作战指挥，封建军队的建

设管理等；而丰富多彩、日新月异的战争实践以及新兴地

主阶级对战争手段和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视，又为军事思

想和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《尉缭子》就是在这样

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。

尉缭所见到的梁惠王，是魏国的第三代君主，其所处

的战国中期，正是魏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。魏国是战

国最早强盛起来的诸侯国。战国初期，魏惠王的祖父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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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侯率先实施变法，又重用李悝、吴起、乐羊、公孙豹等一

批贤能之士，并很好地处理了与赵国、韩国等周边邻国的

关系，使魏国迅速崛起，在对外的兼并战争中屡屡获胜，

开疆拓地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。但到了魏惠王执

政时期，由于各诸侯国纷纷实行了封建改革，走上了富国

强兵之路，使魏国陷入强邻环伺的不利处境之中，相对实

力明显下降。加之魏惠王在战略指导、外交策略等方面

的失误，使魏国在与新兴的齐国的争霸战争中，先受创于

桂陵（即 年的齐魏桂陵之战），再惨败于马陵公元前

年（即公元前 的齐魏马陵之战），十万大军覆没，名将

庞涓自刎，魏国太子被俘。迫使魏国不得不于公元前

年在与齐国的徐州会盟中，将中原霸主的地位拱手让与

齐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魏惠王为了力挽颓势，扭转败局，

重现魏国昔日的辉煌，除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如兴修

水利、发展农业，建立“武卒”、增强军事实力以外，还实施

广揽人才的策略，即前面提到的所谓“卑辞厚币以招贤

者”，于是当时各家各派的著名人物如孟柯、邹衍、公孙

衍、惠施、张仪、淳于髡等齐聚魏国，可谓群贤毕至。魏惠

王向尉缭子问兵，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。我们可以推断，

尉缭是听说了梁惠王有招贤之举，从他的老家尉氏赶到

大梁，向梁惠王进上凝聚其多年心血的《尉缭子》一书，有

如春秋末年孙武由齐赴吴，将他所著的兵法十三篇（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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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孙子兵法》）献给吴王阖闾。而其《天官》篇中尉缭与梁

惠王的问答，应是其门徒后学对二人谈话的记录或追记，

是后来补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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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尉缭子》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十分

丰富，其中对军事思想和制度的论述和

记载占据主导地位，同时，对先秦其他

各家的思想和主张也多有阐发，并将其

与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思考和探讨结

合起来，从而形成了其独具的特色。以

下结合史料和战例，着重对本书有关军

事的思想内容作一评说。

（一）朴素的军事唯物论思想

《尉缭子》批判了兵学领域中的迷

信成份，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其军

事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。《尉缭

子》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

其首篇《天官》中，同时也贯穿于全书的

各篇之中，成为其立论著说理论基础。

在《天官》篇中，尉缭对当时兵学领

域中的兵阴阳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

的驳斥。战国时期“，阴阳五行”学说盛

行，反映在军事上，便产生了“兵阴阳

家”这一兵学流派，他们主张战争的胜负决定于“天官、时

具有浓厚日、阴阳、向背”等因素 的唯心主义色彩 在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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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一定影响，这是古代的人

们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水平较为低下的历史局限

性所造成的。每战之前，求神问鬼、以占卜来预测战事的

吉凶，是上古的人们在战争这头难以驯服的怪兽面前充

满困惑和恐惧，不得不求助于自然物的表现，也是古人万

物有灵、天人相通观念的集中体现。不仅对战争如此，对

所有难以预知的大事，古人都要采取占卜的方式来解惑

释疑。司马迁在《史记 龟策列传》中说“：自古圣王将建

国受命，兴动事业，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！唐虞以上，不

可记已。自三代之兴，各据祯祥。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，

吉故周王。飞燕之卜顺故殷兴，百谷之 王者决定诸疑，

参以卜筮，断以蓍龟，不易之道也。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

序，亦有决疑之卜。或以金石，或以草木，国不同俗。然皆

可以战伐攻击，推兵求胜，各信其神，以知来事。”这可以

说是当时的时尚，是最最重要、最最庄严，也被认为是最

最灵验的预测手段。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，

就有大量占卜战争胜负的内容。在周代的《易经》中，也

有通过蓍草来预测战争结果的卦辞。在我们今天看来，

用毫无知觉的动物枯骨和草木植物求得神灵的护佑和预

示，似乎是一件颇为可笑的事。但在当时，上自君主，下

至将士，却往往对此顶礼膜拜，深信不疑。

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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